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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超 3 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国人睡眠平均时长十年间减少近 1.5 小时，19-35

岁青壮年是睡眠问题高发年龄段。既有研究表明，疫情之后社交媒体在健康传播中的作用逐

渐凸显，但现有健康传播研究多以传染病防治为题而对日常的健康话题缺少关注。本研究以

拓展的平行过程模式为理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影响社交媒体健康睡眠类信息在

大学生中传播效果的因素。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健康睡眠类信息媒体途径接触频率、不同媒

介种类接触频率、人际交往/互动频率与感知效能呈现显著正相关，但与感知威胁无显著相

关性，这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接触不同媒介类型的健康睡眠类信息对感知威胁和感知效

能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人口统计学因素也影响着大学生对于相关信息的威胁和效能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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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

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根据美国学者罗杰斯（Rogers）的定义，健康传播是一种将

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

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两年后，他将这一定义

精简为“凡是人类传播涉及健康传播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 

已有研究表明，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介唤醒公众健康意识方面具有较强的

功效，但与人际传播相比，大众传播在改变健康态度与行为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人际传播

才是劝服个体采取健康促进行为的关键动力（刘瑛，2008）。因此，兼具人际传播与大众传

播特点的互联网在兴起后成为了健康传播的新媒介，而随后社交媒体的发展更是为健康传播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对话平台（宫贺，2019），人们如今普遍通过各类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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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各种媒介关注与健康有关的信息。 

健康睡眠类信息指健康传播内容中与睡眠有关的部分，它们旨在通过这些信息影响人们

对于睡眠的认知、态度与行为，调整至有利于自身健康的作息。第 22 个世界睡眠日（2022

年 3 月 21 日）当天，各大媒体平台被健康睡眠类信息占领，引发广泛关注。据笔者统计，

当日登上微博热搜榜的相关词条达 19 条，包括睡前玩手机会加重疲劳、院士建议最好每天

睡足 8 小时、谁偷走了年轻人的睡眠等。非世界睡眠日时社交媒体上也有大量与之有关的内

容，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3 月，热搜榜上共出现 139 条与睡眠相关的词条，这些内容几

乎同时列出了晚睡熬夜的风险与相对可行的改善方法。 

《2022 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良好睡眠有益健康”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

该研究也同时指出，手机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睡眠杀手，近七成的晚睡与手机有关，19-25 岁

的年轻人中有 44%熬夜至零点以后，睡不好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普遍痛点。 

扩展的平行过程模式（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EPPM）指出，在传播恐惧诉求

时，要辅之以受众认为切实可行的建议，才能提高讯息的说服效果（刘海龙，2008）。该理

论认为，人们对于恐惧讯息的回应由 2 个关键因素组成——威胁的感知（易说服性和严重程

度）与功效的感知（自我功效和反应功效），这两种感知的高低会影响讯息的说服效果。国

内外已有不少学者以不同健康威胁及其预防为题验证此模型，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

年龄段的不同疾病而言，“高威胁*高效能”的信息说服效果最佳，但均存在影响说服效果的

其他因素。 

本文以拓展的平行过程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及量表来源，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中国大学生接

触社交媒体上健康睡眠类信息的途径（微信公众号、微博首页、小红书等）及对应的频率，

接触到此类信息的媒介种类（短视频、图文等）及不同媒介的接触频率，以及相关的人际交

往和互动情况（点赞、评论、转发、参与讨论等）；然后使用 SPSS26.0 通过相关性分析、交

叉分析考察社交媒体健康睡眠类信息接触对大学生的威胁感知、效能感知的影响，再考察感

知威胁、感知效能对行为反应的影响，最后考察人口统计学因素分别对社交媒体健康睡眠类

信息接触、感知威胁与感知效能、行为反应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 

健康传播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其结合实验法和田野考

察法，得出大众媒体能够有效影响人们的健康知识储备和相关行为的结论（Maccob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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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随后国外开展了大量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议题覆盖高血压预防、青少年烟草防控、

疫苗接种等，研究主题呈现多元化、深度化发展趋势，研究范式发生跨文化、跨学科的演变。 

我国早在 1939 年就有意识地展开了公共卫生教育计划，但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发

展较慢。1991 年至 2002 年间，大陆的传播学者在健康传播中处于缺席状态。即便是 10 年

后的 2012 年，中国健康传播关注的议题仍然狭窄（喻国明等，2011）。此后，虽然研究数量

有所增长，但理论范式较为单一，停留在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的阶段。随着新媒体的发展，

国内从 2016 年开始涌现了许多关于微信平台作为健康传播平台的研究；且中外学者合作的

文章开始出现，结合西方理论分析中国案例。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发生大大推动了国内健

康传播研究的发展，不少学者结合中国语境（如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对疫情中的多元传播主

体及影响个体相关信息获取、风险感知、行为反应的因素进行探讨，多本核心期刊设置专门

的健康传播版面对相关研究进行刊登；除以新冠疫情为话题的健康传播研究外，涉及其他健

康议题的研究也更多地结合中国语境展开，跳出了以往仅借鉴西方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案例

的模式。 

（二）社交媒体与健康传播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健康传播学者关注的重点发生转移。社交媒体为医疗保健带来了

新的维度，它成为了公众、患者与医疗从业人员之间沟通的媒介，并有可能改善公众的身体

健康状况（Moorhead S A et al.，2013）。 

国外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脸书与推特成为促进公众健康，实施健康教育与服务的工具

（Sun M et al.，2021），国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微信端的社交基于用户间的强关

系，故其具备群体传播的优势、拥有较高的用户粘性，且在国内已广泛渗透，为开展健康传

播奠定了基础（石文惠等，2015）。微信被认为是人们获取健康养生信息的主要渠道（李东

晓，2016），粉丝规模、文章发布位置、话题选择、多媒体使用、趣味度是影响一篇养生类

推文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养生保健、营养膳食和一般疾病方面的话题受到公众的关注，相

比其他的话题（如癌症）具有较高的点赞率（匡文波等，2019）。 

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在健康信息的传播效果上并无显著差异，是否能够劝服

受众依然取决于讯息本身（Chen L et al.，2018）；任围等人在研究新冠疫情背景下社交媒体

与权威媒体的多元作用对比时得出二者发挥互补作用的结论；杜智涛等人在探讨不同类型媒

介接触对公众新冠疫苗接触意愿的认知构建作用时发现，主流媒体引导的媒介生态通过宣传

动员形成了“群防群治”的共识，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取向有效融合，激发起全民

抗疫的集体意识与社会责任，进而促进了疫苗接种的集体行动（杜智涛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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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展的平行过程模型（EPPM）及其研究现状 

为解释人们如何管理由健康威胁消息产生的恐惧，维特（Kim Witte）提出了拓展的平

行过程模式（以下简称 EPPM）。该模型认为，人们面对包含恐惧因素的健康讯息时有三种

应答方式，第一种是根本不应答，其他两种分别是危险控制过程（danger control process）与

恐惧控制过程（fear control process）。认为威胁可以被控制的感知后来被称为“功效”（efficacy）。

面对恐惧诉求，受众会依次进行威胁评估与功效评估，若信息中包含的威胁与个人无关或不

严重，恐惧诉求效果甚微；若信息所说的威胁与个人相关并且非常严重，受众将产生恐惧感，

这会增加进入下一轮评估，也就是功效评估的可能性。如果受众认为讯息中包含的降低或消

除威胁的建议容易操作并且行之有效，危险控制将占主导，受众会接受讯息中的建议。如果

讯息包含强烈的威胁，但是却没有提供有效的建议，或提供的建议太困难、太花时间、成本

太高、效果不好，人们感觉到难以有效地解决威胁，那么恐惧控制成为主导，这时人们会通

过防御性逃避或抵抗来降低恐惧感（刘海龙，2008）。 

随后，包括维特在内的许多学者在 EPPM 及其拓展框架下针对不同情境下、不同的健

康威胁进行了验证，并对该模型进行了拓展，引入新的变量，证明 EPPM 适用于不同时间、

不同传播环境下绝大部分疾病的预防与健康促进，包括皮肤癌、未成年怀孕、听力损伤等。

一项针对促进中国本土控烟行动的研究指出，他人导向（即吸烟会影响他人的身体健康）并

涉及效能的讯息能让中国受众产生最大程度的戒烟意愿，因为中国人受到集体主义影响

（Chen M et al.，2021）；一项对患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老年人的研究认为，之前没有参照意

见实践的参与者在阅读了高威胁或者高效能的信息后，对自己的预防疾病的能力更有信心，

高龄、较低的教育水平、已有慢性疾病等是对威胁评估与功效评估较低的影响因素，可能削

弱了信息的有效性（McKay D L et al.，2004）。 

综上，疫情之后社交媒体在健康传播中的作用逐渐凸显，而现有健康传播研究多以传染

病防治为题，对于相对日常的健康话题缺少关注；如研究背景中所说，睡不好正在成为当代

中国青年的普遍问题，因此本研究以社交媒体上的健康睡眠类信息为题，以中国大学生为研

究对象。尽管已有学者在 EPPM 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模型并加以验证，但这些新

模型的信度与效度并未得到更为广泛的研究，故本研究依然选择 EPPM 作为理论基础，通

过经典量表测量受众对于健康睡眠类信息的感知威胁、感知效能与行为反应。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中国大学生的健康睡眠类信息社交媒体接触情况（包括不同途径的接触频率、不

同媒介种类的接触频率、相关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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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2：健康睡眠类信息的社交媒体接触对中国大学生的感知威胁与感知效能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 

RQ3：健康睡眠类信息的社交媒体接触对中国大学生的行为反应产生了何种影响？ 

 

三、研究方法 

有关说服性信息的研究发现，适度的重复对信息有效性的感知具有积极作用（Begg I et 

al.，1985），重复引发的熟悉感可以增强人们对信息真实性的评价（Begg I M et al.，1992）。

但信息的重复接触与说服效果之间并不始终保持正比关系，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研究发现信息

刺激与个体情感反应之间存在类似倒U型曲线关系（Bornstein R F，1989）。因此本研究以社

交媒体接触途径、频率，接触媒介种类、频率及社交媒体上的人际交往（互动）为自变量。

因变量为对健康睡眠的感知威胁（易说服性与严重程度）、感知效能（自我效能与反应效能）

和行为反应。 

感知到的威胁与功效通过维特等人在 1996 年提出并验证的 RBD 量表（Risk Behavior 

Diagnosis Scale）进行测量，该量表已被翻译成多语种版本，效度良好且信度稳定（Witte K，

1996）。改编后的量表如下，受众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

非常同意。 

表 1:本研究中使用的量表 

另外，根据先前有关 EPPM 与行为意向的研究（Kotowski M R et al.，2011），受试者对

于采取健康睡眠建议的意向将通过以下三项测量，受众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非常不同意、不

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 1.我认为主动采取健康睡眠信息中的建议是有利的；2.我会考

虑采取健康睡眠信息中的建议；3.我已经采取健康睡眠信息中的建议，将健康睡眠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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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表 2:信度检验结果                               表 3:效度检验结果 

使用科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对问卷各项目进行检验，若科隆巴赫系数在 0.8

以上，则该测验或量表的信度非常好；在 0.7 以上仍然可以接受。但科隆巴赫系数也与题项

多少有关，因此“行为反应”一项的科隆巴赫系数略低于 0.7 可以接受，本问卷数据总体信度

较好。 

本问卷是在前人研究和使用多年的量表基础之上修改的，因此使用 KMO 和巴特利特球

形检验来检验问卷的效度。一般来说，KMO 值大于 0.8 说明效度非常高；KMO 值大于 0.6

仍然可以接受。在本问卷中，前 5 项 KMO 值均大于 0.8，行为反应一项大于 0.6，说明问卷

效度较好。当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显著性小于 0.05 时，说明样本数据与模型的相关性较好，

本问卷的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显著性均小于 0.05，说明数据与模型的相关性较好。 

（二）描述性统计 

样本中男性占比 45.45%，女性占比 54.55%；学历包含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

生，其中本科生占比最高；专业背景丰富，涉及工学（23.91%）、文学（22.56%）、艺术学

（16.16%）、经济学（7.74%）、理学（7.07%）等；成长地区中城市占比较大，为 90.24%。 

正常成年人所需的睡眠时长为 7-8 小时，样本中实际睡眠时长在此时间段的人群比例为

58.25%，不足 7 小时的占 21.55%，超过 8 小时的占 20.2%；样本中 1:00 及以后入睡的群体

占比最高，为 37.04%，其次是 24:00-00:59，占比 36.36%,23:00前入睡的样本比例仅为 6.74%。

样本总体认为自己过去三个月的学习/工作任务强度适中，睡眠质量中等偏上。 

微信公众号是受试者接触健康睡眠类信息最频繁的途径，其次是 b 站与微博热搜榜；样

本接触频率最高的媒介是图文，其次是纯文字与短视频；点赞内容或点赞他人评论是频率最

高的人际交往方式，其余题项的得分均处于 1-2 之间，可见样本群体在社交媒体上有关健康

睡眠信息的人际交往并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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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总体感知威胁程度较高，五度量表平均得分 4.1（严重度感知 4.27，易说服性感知

3.93），样本普遍感知到不良睡眠习惯（如熬夜）的严重性，且能够认识到其中所包含的致

命风险；大家普遍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会因熬夜而下降，但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已处在下降

状态的相对较少。 

样本对于效能的感知处于中间水平，五度量表平均得分为 3.31（自我效能感知 3.24，反

应效能感知 3.38），大家并不太认可社交媒体上关于健康睡眠的建议，认为其对于自己而言

可行性一般，但相对认可若自己将这些建议付诸行动后可能带来的健康状况改善。 

行为反应部分五度量表平均得分为 3.57。大家普遍认为采取社交媒体中提及的健康睡眠

建议是有利的（3.96），但对于“我会考虑采取建议”这一表达的平均得分稍有下降（3.77），

而已实践这些建议的人则更少（2.96）。由此可见，大家对于社交媒体上健康睡眠建议的实

践处于认可但搁置的状态。 

（三）社交媒体健康睡眠类信息对威胁感知与效能感知的影响 

表 4:接触途径、媒介种类、人际交往、感知威胁与感知效能相关性检验结果 

使用 SPSS 软件对媒体接触途径与频率（接触途径）、媒介接触种类与频率（媒介种类）、

人际交往或互动频率（人际交往）、感知威胁与感知效能进行斯皮尔曼相关性验证，分析时

采用双侧检验，结果如上表所示。对于社交媒体健康睡眠类信息而言，媒体接触途径与频率、

媒介接触种类与频率、人际交往或互动频率均与感知效能呈现显著正相关，而接触途径、媒

介种类、人际交往与感知威胁均无显著相关性。 

依据 RBD 量表，3 分以上属于高感知威胁/效能，进一步将社交媒体健康睡眠类信息不

同媒体途径与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进行交叉分析（见下页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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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交叉分析结果 

分析发现，接触到微博首页健康睡眠类信息的频率高低对感知效能的高低存在显著影响，

接触微博首页上健康睡眠信息的频率越高，感知到的效能相对越高。而接触其他渠道的频率

高低均未对感知威胁、感知效能产生显著影响。 

再将接触不同媒介社交媒体健康睡眠类信息的频率高低与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进行交

叉分析，结果发现，接触短视频、图文形式的健康睡眠类信息的频率高低对感知威胁的高低

存在显著影响，即接触这二者的频率越高，感知到的威胁也相对越高。 

在感知效能方面，接触短视频、长视频、文字、图文形式的健康睡眠类信息的频率高低

对感知效能的高低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接触短视频与图文的频率更高，感知到的效能也

相对更高。对于长视频和文字而言，直至“有时接触过”这一频率为止，均呈现与先前一样的

规律，但经常接触到这两类信息的受试者则感知到了更低的效能。 

最后将与健康睡眠类信息有关的人际交往或互动频率与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进行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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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发现，向作者咨询的频率高低对感知威胁存在显著影响，点赞内容或点赞他人评

论、回复他人评论或参与讨论、自己作出评论、向作者咨询频率的高低均对感知效能存在显

著影响，且均为频率越高，感知到的威胁或效能更高。 

（四）威胁感知与效能感知对行为反应的影响 

表 6:感知威胁、感知效能、行文反应相关性验证结果 

根据拓展平行过程模型，笔者对感知威胁、感知效能与行为反应进行斯皮尔曼相关性验

证，分析时采用双侧检验，结果显示，就社交媒体健康睡眠类信息而言，感知威胁和感知效

能均与行为反应呈显著正相关，且相关性位于 0.01 级别。 

（五）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影响 

表 7:人口统计学与自变量的卡方检验结果 

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与自变量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如上表所示。成长地区因素、学历因素

对大学生群体健康睡眠类信息的社交媒体接触途径和频率、接触媒介种类和频率、人际交往

均不存在显著影响；性别因素对社交媒体接触途径和频率存在显著影响，对其他二者没有显

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女生相比男生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到健康睡眠类信息的频率更高；

专业因素对社交媒体接触途径和频率、接触媒介种类和频率存在显著影响，对人际交往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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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学习文学专业、艺术学专业的学生相比学习工学专业的学生

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到健康睡眠类信息的频率更高。 

将人口统计学变量继续与感知威胁、感知效能进行卡方检验。性别因素、专业因素、成

长地区因素对大学生群体不良睡眠习惯的感知威胁与感知效能均不存在显著影响；而学历因

素对二者均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研究生相比本科生感知到了更高的威胁也同时

感知到了更高的效能。将人口统计学变量继续与行为反应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无一人口

统计学变量对行为反应存在显著影响。 

表 8:人口统计学与因变量的卡方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健康睡眠类信息后的感知威胁高于感知效能，说明健康睡眠类

信息的传播效果尚不乐观；从行为反应来看，大家对于社交媒体上健康睡眠建议的实践处于

认可但搁置的状态。健康睡眠类信息的媒介接触频率、媒介种类、人际交往与感知效能呈现

显著正相关，而媒体接触频率、媒介种类、人际交往与感知威胁均无显著相关性。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可能与睡眠的日常性有关。相较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癌症与心血管疾病等，不良睡眠习惯对身心健康带来的危害更加可知、可感，大家在日常生

活中或多或少都碰到过睡不好带来的问题，轻则第二天注意力难以集中，重则心跳过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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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社交媒体健康睡眠类信息接触与受众的感知威胁并未呈现显著相关。而在感知效能方面的

研究结果则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癌症、心血管疾病等相似，呈现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社交

媒体健康睡眠类信息中所推荐的行为在大学生来看可以控制不良睡眠带来的健康威胁。 

进一步分析发现，接触短视频、图文形式的健康睡眠类信息，向作者咨询频率的高低对

感知威胁的高低存在显著影响，接触到微博首页健康睡眠类信息，接触短视频、长视频、文

字、图文形式的健康睡眠类信息，点赞内容或点赞他人评论，回复他人评论或参与讨论，自

己作出评论，向作者咨频率的高低对感知效能的高低存在显著影响。其中，接触长视频、文

字形式健康睡眠类信息频率较高的受试者在效能的感知方面呈现随着频率达到最高点而下

降的趋势，其余情况均为频率越高，感知到的威胁或效能也越高。 

这是本研究的另一新发现所在。首先，接触长视频、文字过多造成的感知效能下降可能

是由于受试者认为这两类信息提供了过多的应对方案，作出选择过于复杂从而放弃选择，这

为传播者提供了新的借鉴，即尽量在方案选择上作出明确的建议。其次，点赞内容或点赞他

人评论，回复他人评论或参与讨论，自己作出评论，向作者咨频率的社交媒体互动加强了效

能的感知，这可能是因为互动行为加深了互动参与者对于信息的记忆；另外，在相关文章或

视频下面打卡自己是否坚持某一习惯的行为能够收获来自其他网友的加油打气，这也使得互

动者在感知到身体状况改善的同时也收获了情感上的支持。最后，在信息接触愈加碎片化的

当下，短视频与图文不失为两种适合健康睡眠类信息传播的媒介，传播者可以考虑适当增加

使用这两种媒介进行健康睡眠类信息传播的实践。 

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均与行为反应呈显著正相关，且相关性位于 0.01 级别。这再一次

拓展了 EPPM 理论的应用范围，体现了其在不同疾病的健康传播情境，尤其是在中国的社

会心理和信息传播环境中的适用性。EPPM 理论最初主要被应用于传染性疾病（如艾滋病）

的健康传播实践与研究中，后进一步拓展至癌症、心血管疾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距离人

们日常生活较远、但存在致命风险的疾病的健康传播研究中，本研究的结果则进一步发现了

其在日常健康习惯推广情境中的适用价值。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社交媒体作为当下大学生使用频率较

高的信息获取渠道，为健康睡眠类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土壤，进一步研究大学生在接触到健康

睡眠类信息后的心理处理及反应过程，以及导致大学生熬夜、对此类信息遗忘度较高甚至抗

拒接触的其他调节因素具有积极意义，并有助于实现“健康中国 2030”远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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